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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音乐活态资源的整合研究  

中国音乐学院   杨红  
 

21世纪，伴随着世界民族音乐学理论研究与方法的多样化，民族音乐学日益趋向整体化

研究。而中国传统音乐在全球化趋势的影响下，又是怎样以它特有的自然活态现状存活于民

间文化土壤中，与现代化遭遇相适应？在田野中又怎样把握音乐与其相关联的文化因素的整

体关系？笔者近几年通过对“西口路”和“秦直道”沿线高原联袂传统音乐的实地考察，从

实践中提出了对中国传统音乐活态资源整合研究的方略，从中获得深刻的音乐文化体验和田

野中的音乐民族志构建。 

 

一．  传统音乐活态资源整合研究符合当今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全球化趋势  

受全球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响，中国传统音乐虽然也面临着在现代社会中逐渐被

同化的危机，但在各地政府相继推出的有关措施中，也得到不同程度地保护与开发。特别是

在历史文化积淀丰厚的地区，传统音乐依然以其鲜活的存在方式活跃在社会现实中，发挥其

特有的社会功能和文化意义。 

传统音乐的活态资源即指当今鲜活的音乐文化生态，它以其特有的艺术形式，根植于民间历

史文化土壤中，在人们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们如何在现代田野工作中去搜集、

挖掘并加以完整地记录和描述，均要树立整体研究意识，将传统音乐以及存活相连的文化事

象一并整合考察，这才能使传统音乐鲜活的生存样式得到完整地保护，并从本质上加以认知

和解释。  
 

1. 传统音乐活态资源的整合研究是应当今大规模的复杂社会所需，具有较强现实意义

的创新课题。  

 

现今一个复杂的社会需要民族志式的活态观察，以获得不同地区相适应的客观真实样

本，而不同样本之间的文化关联性将成为一个大型的综合研究，也就是整合性研究。 

 

目前，中国国家级以及重点攻关课题均围绕着整体性的地域音乐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

而展开。如2007年樊祖荫主持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等。可见，整

体研究能为地区性的音乐生态与文化的保护与开发措施提供建设性的、真实的文化资源和方

略。笔者2003年的北京市人文社科研究课题《当代社会变迁中的二人台研究》和2007年教育

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中国西北高原民族音乐文化的保护与开发——“秦直道”沿线高原联

袂传统音乐文化活态现状的实地考察与研究》，其选题均从这些方面加以考虑。从我国经济

建设布局看，西北高原是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的重点地域，在人力、物力上将有重大投入。

从人文民族关系看，和谐社会的建设任务十分艰巨又紧迫。从民族音乐文化的保护与开发看，

自古以来该地区多民族音乐文化遗存丰富，须深入挖掘的资源十分雄厚，对当代社会主义文

化建设能作出重大贡献。因此，有必要从总体整合的视角，对多民族音乐文化建设在新世纪

的规划蓝图及时作出超前的构想，其基础理论工作便是对该地区多民族传统音乐文化活态现

状作深入细致的考察、梳理、研究，达到总体的概观。该课题的创新之处，首先表现在由于

以往的交通不便，很多实地考察是前人无法做到的，而从文化建设上提出高原联袂的研究方

略更是首次提出；其次，这是国内外首次对秦直道音乐文化进行整体的考察与研究，从而提

供一个完整的该地域传统音乐文化保护与开发的方略。 

 



 2 

 

2. 传统音乐活态资源的整合研究是21世纪民族音乐学之跨学科的综合研究 

 

近几年来，全球化趋势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等热门话题的宣传，引起了民族音乐

学家的关注。2006年在国内有一集中探讨，如美国学者李海伦（Helen Rees）关于美国当代

民间遗产的保护方案及发展的探索（2006），中国学者从传承角度谈对中国传统音乐的保护

（冯光钰2006，毛继增2006）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思考及理论探讨（伍国栋2006，樊

祖荫2006，项阳2006，田青2006，洛地2006，杨民康2006）等，上述都表现出对当今传统音

乐的保护认知和学术态度。 

美国民族音乐学的历史与发展，在世界民族音乐学学科建设上占据重要的地位。其中，

一些重要人物和代表著述，导致世界民族音乐学研究的阶段性转型和发展。如梅里亚姆的三

元结构模式（Merriam 1964）、内特儿的音乐与文化研究（Nettl 1983，2005）、西格的音乐民

族志构建（Seeger 1987）、雷斯的四级目标模式以及音乐体验和民族志的的三维理论空间

（Rice 1987，2003）等理论研究，为民族音乐学研究提供了一些重要而又深远影响的理论

框架，在中国也得到很大反响。近年来，美国一些民族音乐学家陆续被中国的音乐院校邀请

讲学，如内特儿、西格、雷斯、郑苏、李海伦、杰杰（J. C.  DjeDje）等，他们不仅带来了

世界上民族音乐学前沿学术信息，而且也建立了学院之间的友好关系，同时，对中国民族音

乐学的研究和教学均开辟了新的理论视野和方法，对中国学者的研究课题提供了理论与方法

的借鉴和支持，通过文献和交流，又对中国的民族音乐学界带来了新一轮的学术前景。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影响日益增长。跨学科的整体研究已经成为民族音乐学的

主要方向之一。如历史民族音乐学（Historical Ethnomusicology）、音乐民族志（Musical 

Ethnography）、认知民族音乐学（Cognitive Ethnomusicology）、音乐语境（Musical Context ）、

国家、政治与社会变迁（Ethnicity，Politics and Social Change） 、城市民族音乐学（Urban 

Ethnomusicology）等多唯视野，中国也出现了许多优秀的个案研究范例，从中均凸显出新理

论与方法和新领域的探索，并力求对研究对象进行跨学科的多元审视。如曹本冶主编的《中

国传统音乐民间仪式音乐研究》（西南卷、西北卷，2003）和《中国民间仪式音乐研究》（华

东卷、华南卷，2007）、张振涛的《冀中乡村礼俗中的鼓吹乐社》（2002）、杨民康的《贝叶

礼赞——傣族南传佛教节庆仪式音乐研究》(（2003）和《音乐民族志方法导论》（2008）、

薛艺兵《神圣的娱乐——中国民间祭祀仪式及其音乐的人类学研究》（2003）、张伯瑜编译的

《西方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2007）等等。可以说，传统音乐的整合研究就是在中外

民族音乐学研究学理上，根据研究对象特质，综合上述多维视角，系统、全面、整体地关照

一个音乐文化事象和群体的音乐文化事象丛，进行跨学科性质综合考察研究。另外，传统音

乐活态资源的整合研究也是立体化思维的结晶，以多维研究视角，从某一“乐种”的活态资

源的整合研究（点），到综合性音乐活态资源的整合研究（面），采用普查、定点考察、访谈、

录音录像、参与民俗事象等多手段，进行全方位的综合考察与研究，企望在历时与共时的多

维纵横交织的坐标中，找到合理的文化解释。 

 

二．  传统音乐活态资源整合研究模式的理论构想  

 

民族音乐学理论方法论始终是学术探讨的前沿课题之一，然而，如何在实地考察中构建

理论体系，则是一全新的学术需求。 

如何从整体角度，运用民族志的研究方法，通过深入的田野考察，在实际的活态现状基

础上进行传统音乐研究，从而提出整体性的理论建树和实际应用前景，为真正的传统音乐保

护提供科学化的依据？笔者对秦直道上的传统音乐的考察研究就是以真实性、鲜活性作为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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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目标，继而把该地区众多鲜活的音乐品种整合在一个历史文化背景中，作为一个整体来

挖掘、提炼、开发并保护，共同提供一个真实性、客观性、鲜活完整的整体面貌。其理论价

值就在于对古代音乐文化在当代的遗存有一个完整地了解，继而为西北高原当代音乐文化的

开发和保护，提供实证性的丰富而鲜活的资源。通过这个调查，提出保护这一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方略和规划。 

从马林诺夫斯基开始对小规模社会调查开始，就已经注意到文化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所

有文化的特质都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服务的，特别是整合的需要。其中有社会、政治、经济、

文化等领域。而“路文化”恰是中国历史文明的一个缩影，从丝绸之路、西口路等多种传播

路线，撒播下的是文化的种子。2003年，美国学者雷斯提出了时间、地点、隐喻是研究音乐

体验和音乐民族志的三维理论框架，为笔者对活态音乐的整合研究框架提供了理论支持。该

理论的实际运用曾在笔者的《当代社会变迁中的二人台研究》（2006）中得到具体运用和阐

发。而整合研究则是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化和多维思考。 

 

 

 

时空坐标：雷斯曾在《音乐体验和民族志中的时间、地点和隐喻》（2003）一文中提出

了“音乐体验中的三维空间”（three-dimensional space of musical experience）概念，以此建

立“以研究对象为中心的音乐民族志”。因此，雷斯为音乐体验和民族志提出了三维空间：

即时间、地点、音乐隐喻的理论研究方法 （pp.151－152）。雷斯将时间维（time）界定为：

“至少有两种方法来理解时间，一种是按年代顺序的或历史的，一种是按体验的(experiential)

或现象的（phenomenological）。” （p.162） 

而当我们将研究对象锁定在某一文化区域时，时空坐标是首要因素。中国作为历史文化

积淀深厚的文明古国，有着几千年的文化传统，若要认识音乐的文化风貌，必需着眼于历史

背景，从它所处于的本土概念认知模式，以及展现音乐行为的整体环境和文化意义着手。这

种从历时、共时、地域、社会、概念、行为、个体、音声之间形成互动关联的思维，是构成

时空坐标的因素的理论基础。 

时空坐标即指从历时（即按照年代顺序的）和共时（当今的时间和体验）双视角来进行

跨时空的思维考虑，空间则更多的是确定地域范围。两者时常需要互动和转换思考。 

社会场域：如何审定研究对象，需要由社会影响下的不同的点组成，雷斯在他的文章中

提出了具有社会－地理意义上的地点维度的一种方法概念，这些嵌套的点有：个体的

（individual）、亚文化的（subcultural）、区域的（local）、地域的（regional）、国家的（national）、

地区的（areal）、散居的（diasporic）、全球的（global）、和虚拟的（virtual）。虽然这些空间

可以是指世界的地理位置，对音乐体验同样重要的也有些是指一些音乐家和观众想象他们体

验音乐的思想中的地点。（p161）而在整合研究框架中，笔者将分成两部分去理解，一是要

确定这些具有社会意义上的“点”，即典型个体、亚文化、区域、地域、国家、地区、全球

等，这主要从社会文化影响上来考虑，二是在研究对象具体的活动场域，确定研究脉络。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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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又是具有一定地理位置的场域。在笔者的调查框架中，以传承人、传承链（组织）、传承

的音乐形态和表演、传承曲目、活动区域以及生态环境及其活态现状为基本内容。 

音乐事象：当今的活态音乐从来不是孤立地存在，而是鲜活地存活于与之密切相关的文

化事象和民俗中，从而形成密不可分的整体。若考察音乐，绝不能脱离其相依附的民俗事象，

而是应加以整体研究，以便确定音乐在其中的形态、功能和作用。所以，音乐事象是一个集

合名词，是音乐与其相适应的文化密切结合的混合载体。 

文化隐喻：这是音乐事象中所包含的文化内涵。雷斯在隐喻维（metaphor）中，认为隐

喻来自于一些信念，那就是，音乐的本质是通过形如“A是B”的隐喻来表达的。这些信念

从而形成了对音乐和音乐行为进行论述的基础。现在一般应用的隐喻有：音乐是艺术、认知、

娱乐、治疗、社会行为、商品、象征符号和解释文本。（p163-165）笔者认为，雷斯试图把

隐喻加到时间和地点上，构成一个三维空间，来表达音乐体验的不同含意。虽然隐喻这个词

在这里的运用尚需探讨，但是，无需质疑的是，音乐体验和文化是通过人类的思维和认知而

相互映像，音乐体验是文化的一种折射，音乐体验同时也推动了文化的展示。 

上述四个维度，是互动的关系，时空坐标奠定了历史文化积淀的深刻内涵，给文化隐喻

提供历史与现今时空的支撑，社会场域是在时空坐标下对研究对象的社会脉络及层面的构

建，音乐事象是社会场域下的具体文化载体，是考察音乐民族志所在，而文化隐喻则是音乐

事象的具体文化本质内涵和意义的阐释，四者互动从而构成整合研究之特色。 

 

三．  从“西口路”到“秦直道”：传统音乐整合研究的全新文化体验  

 

在中国晋西北、陕西、内蒙西部接壤的这片广漠无垠的黄土地上，跨越不同省地和民族，

黄河长城从中交错，这里，既包含着黄土高原与内蒙古草原的过渡带，又蕴含着历史上北方

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族交融的深厚历史文化底蕴。该地区中国传统音乐蕴藏十分丰富，其中，

产生在近代的西口路文化，蒙汉文化交融培育出了二人台、蛮汉调（Mon-Han Tune） 

(Mongolia-han Tune）等多样传统音乐品种，构成了蒙汉音乐各异并相互交融的西口路文化

区域。如追溯其更深远的历史文化背景，在历史上还有著名的秦直道在该地域延伸，这里曾

经繁衍生息过匈奴、突厥、契丹、党项和后来的蒙、汉、回、藏等多个民族。这两条路在鄂

尔多斯到包头地段是重合在一起的。这种路文化的传播，如同音乐史上张骞通西域所带来的

民族交流盛况，均体现出“路文化”的整体传播特色，而从现今的活态音乐中均能显现出中

原文化、北方匈奴文化的遗留以及成吉思汗留驻文化的并置及相融一体的历史文化特质。 

走西口是中华大地历史上形成的重大迁徙之一，它上下300年，纵横9000里。西口路文

化首先是商业文化，是一个多民族大融汇文化。笔者于2002年至2005年，对西口路上的二人

台音乐文化进行了整体研究，以历时三年持久扎实的田野考察以及丰厚的田野考察文本为基

础，跟随当今民间戏班深入山沟僻壤间8次“走西口”进行田野实地考察，从多维视野对二

人台进行系统性整体研究，搜集挖掘并考证记录了大量真实客观的田野文本，同时，以音乐

体验和音乐民族志研究中的时间、地点和隐喻三维认知空间，针对中国本土音乐个案，从全

新视角提出并构建了田野中的宏观-微观-互动三重研究层面以及对诸种田野文本的多向解

释的理论与方法，从时间、地点、社会维护、文化象征等角度，展开了宏观与微观、过去与

现在、原型与变异、局内与局外等层面的综合探究，希望能从“二人台”这一特定地域特定

时期的文化事象上升到概括化的文化定性，转而寻访各种“文化流”的生命力。 

将“二人台”置于历史与地理纵横交错的时空坐标中，对二人台的历史文化语境进行历

史的追溯，是该项研究的起点。从历史构成、社会维护的角度，探究汉唐以来的晋北地缘文

化背景以及蒙汉文化交融的文化历史渊源，从中看出二人台的流行地域既呈现出地缘文化的

地理特征，又是晋北、陕北、鄂尔多斯部三大边缘文化板块并置与碰撞之处，最终形成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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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台产生有着直接因果关系的“走西口”这一社会经济文化现象。考察中，笔者对一些地理

方面的重要文化古迹遗留进行了大量的考证工作，如西口古渡、黄河龙口、文化古迹浮雕、

古戏台上历史上河曲戏班的题记等，获得许多珍贵的第一手考证文本。加之各地的志书、政

协文史资料等，成为研究过程中的重要引证材料。其次，展示对二人台在当今生态环境的实

地普查结果。笔者于2002年至2004年间，曾经沿着这个地点维上的多处地点，跟随河曲民间

戏班到各地的演出点进行体验，其最终目的就是追寻着这个几百年来的传播路线，体验着二

人台得以生存发展的这片土地的过去和现在。 

 
 
西口路文化中的二人台演出活动始终伴随着区域文化的展现，它们集中表现在晋陕蒙交

界地区乡间村落的诸类乡俗礼仪生活中，从而构成丰富多彩的音乐事象活动。二人台这种跨

地域文化现象的形成，是不同地域文化之间产生互流关系的结果，是走西口这种“路文化”

走出来的结果，地缘文化迁徙传播出来的结果，乡俗礼仪哺育出来的结果，蒙汉音乐（异质

文化）融合出来的结果。二人台的社会场域由戏班、戏班群、乡村、晋陕蒙交界地区、国家、

全球等几个嵌套组合在一起的地点、地区、社会和音乐活动点组成，是用来思考和描述人们

创造、体验以及理解音乐的众多的社会位置。该场域是随着不同族群、不同时间和地点而变

化的。因此，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流动的、嵌套的、动态的、多重的和被构造的社会结构。 

二人台作为西口路文化的代表品种，必定与其所处的地域文化互化相融，成为一个社会

共同体。其多态的音乐事象充分展现出二人台与乡俗礼仪密不可分的整体关系，以及二人台

在以乡村为背景的社会文化生态环境中的存在意义。笔者曾经亲身参与考察了二人台参与其

中，并从中发挥主要作用和支撑地位的9个音乐文化事象，即通过二人台在乡村日常生活中

的闹“红火”、个人生活礼仪、物资交流会、传统节日（正月闹元宵）、庙会、神会等不同文

化事件的个案研究之比较，探讨河曲民间戏班与西口路不同地域的各类非定时和定时性乡俗

礼仪生活的互动关系，从而展开属于地方戏曲所特有的、长期以来又容易被人们低估或误读

的那份存在于民间草根阶层的价值意义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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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二人台的音乐体验中，对记录活跃于诸类文化事象中的二人台演出，从不同的时间

维和不同的地点维， 已基本涵盖了河曲民间戏班的活动轨迹，显露出具有作为艺术、娱乐、

象征、身份认可、社会行为、以及商品等隐喻维内涵。因此，透过两个河曲民间戏班的演出，

隐喻折射出的是“走西口”，或曰“西口路”的一种传统的“文化遗留”（cultural heritage），

它展示着往日西口路文化的历史轨迹。可以说，是西口路文化造就哺育了二人台音乐艺术，

反之，二人台又始终依附着西口路上的乡俗礼仪生活，并成为西口路地域文化整体中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从这一方面来讲，二人台其中的隐喻已经超越了雷斯所言“隐喻”的内涵，并

具有深刻的历史、地域文化以及跨地域文化身份等多方面所指。 

笔者通过对二人台和地域文化的互动研究，来探求这一民间艺术形式所隐喻的更为广远

的文化意义。晋陕蒙交界地区的村落乡俗礼仪，构成了这个跨地域社会－文化的秩序体系。

二人台紧紧参与其中，通过传统节日、神诞的节日庆典、民间信仰的延续和乡村日常的人生

仪礼，使得村落历史的延续得以显示，与此同时，乡俗礼仪生活也凸显了社会变迁的轨迹。

在现代化背景下，这样的研究或许能照亮当代的某块历史之荫，使之融入于现代化社会中，

形成一个平等的历史话语，显示其特有的文化内涵。作者认为河曲二人台作为一种“世俗的

娱乐”，不仅与地域文化产生密切的互动，还是西口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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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自2006年夏至今，在西口路音乐研究的基础上，又对秦直道沿线传统音乐活态现状

展开田野调查，在西口路文化区域里即周边地区，与万里长城一样的工程浩大、撼人心魄的

秦直道遗址是内蒙古、陕西境内保存下来的为数极少的古代交通遗址，被誉为“人类历史上

最早的高速公路”。 公元前212年，秦始皇为了巩固新兴政权，防御外患，便于巡视北方，

修筑了这条由陕西关中直达黄河河套阴山脚下的大型军事交通工程——秦直道。秦直道南起

秦都咸阳，北达古阴山九原郡，全长736公里，中经17个县，纵贯渭北高原横山山脉，高原

沙漠、黄河南北丘陵沙地。秦直道沿途，至今已发现：秦代行宫遗址16处，西汉房舍遗址60

处，亭障遗址22个，烽燧遗址50个，发现了设于阳周县（今靖边县）蒙恬指挥直道工程的住

所遗址，还发现在毛乌素沙漠区保存有较好的黑垆土古道。路面平均宽度约30米，最宽处约

80米，由于道路大体南北向直，故称“直道”。司马迁在《史记》中留下了“堑山湮谷，直

通之”的描述。公元前33年，王昭君远嫁匈奴“胡汉和亲”，走的就是秦直道。秦直道在历

史上促进了各民族的融合，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对于我国形成多民族的大家庭起

到了重要作用。目前已初步完成上段及中段的考察任务。 

从陕西的咸阳淳化，到内蒙古包头区域，古代的秦直道、近代的西口路、当代的西安－

包头高速公路，都在这个地区伸展，这里又是地形复杂的高原地区，融合农耕文化和草原文

化，具有埋藏很深而又丰厚的民族音乐文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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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直道沿线实为高原联袂地域，北半段的河套文化和鄂尔多斯文化融合，传统音乐文化

蕴藏深厚，鄂尔多斯古代民族，如匈奴、敕勒、党项等虽从名称上已消失，但是其古代民族

音乐文化融合其中，遗存保留在当前当地的蒙古族音乐中，如蒙古族的长调、短调、器乐，

成吉思汗陵的祭祀音乐、鄂尔多斯婚礼歌曲、宴歌中，还有蒙汉文化融合的品种二人台、蛮

汉调、爬山调、山曲等，从而构成了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品种共存互渗的文化生态。南段则

有陕北高原特有的信天游、榆林小曲、陕北大唢呐、陕北说书、秦腔、碗碗腔、眉户戏、安

塞腰鼓等多样民间音乐舞蹈品种。 

2006年8月，笔者带领研究生及地方学者一行5人，沿秦直道沿线实地考察了秦直道的内

蒙古段（秦直道北段），对包头市西南孟家湾村麻池古城、昭君坟渡口——金津、二狗子湾

古城、鄂尔多斯东胜西南漫赖乡秦直道遗址“古路豁口”等地进行了实地踏查，对该地域传

统音乐文化活态现状进行了宏观抽样普查，为课题研究进行了实地考察论证，而在2007年和

2008年夏的后续考察中，确定了具体的典型个人以及相关组织，如二人台民间戏班、婚礼音

乐及音乐家、准格尔蛮汉调、鄂尔多斯宴歌、文化独贵龙（民间组织）、榆林小曲等考察事

项。 

在前期西口路音乐文化研究成果基础上，对音乐品种及其相属的音乐事象展开面上的考

察，在秦直道北段，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文化交融的音乐遗存及其近代蒙汉文化交融的活态现

状复杂而多元化，考察的音乐事象包括包头城市公园的老年二人台演出、宝格特风情园的蒙

族音乐文化展演、黄河边汉化的蒙古村落的蛮汉调和二人台演唱、伊金霍洛旗鄂尔多斯宴歌、

准格尔的蛮汉调、鄂尔多斯婚礼音乐（蒙汉结合）、乌审旗嘎查村那达慕、乌审旗沙漠草原

牧民家（独贵龙）的鄂尔多斯长调及短调歌曲、榆林小曲、统万城下庙会的陕北说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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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秦直道沿线传统音乐文化的整合研究，不同的音乐事象具有其特有的文化隐喻所指，

但它们有着大一统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秦直道大大缩短了中原与边疆的距离，加强了汉族

与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中原民族与北方各部族经历长期

战争的结果，是民族的融合、文化的融合，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我国北方经历过无数次的民

族大融合，既是汉化也是胡化的双向过程。匈奴的消失，其实是不断地与汉族通婚，消失在

汉族当中。秦直道的考察正在日益深入，新的成果告诉我们，它不仅是民族和亲之路，而且

是民族团结、商贸发展文化交流之路。它沟通南北，促进中原文化与游牧文化交流的作用是

非常突出的。（张光耀 2007：155-156）如在鄂尔多斯婚礼音乐及鄂尔多斯宴歌中，其演唱

习俗、伴奏乐器依然保留其传统特色，保留了许多古老的北方游牧民族传统习俗和特征，在

当今的传承和演变过程中显露出昔日的文化特质。 
北齐时流传下来的那首古老的《敕勒歌》“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不只是

当时对天然草原的赞美，在秦始皇时也应该如此，而到近代，这片与跟黄河融为一景的富饶

牧场，更是走西口人追求向往的一片肥沃的土地。 

从西口路到秦直道传统音乐活态资源的研究，不仅是探索该地域整体的音乐文化遗存。

把这些活态现状挖掘展示出来，其研究还可与开发应用结合起来，把至今仍然活跃在民间自

然生态之间的民间音乐推向现代传媒、现代舞台，并把这些传统音乐的多样化品种，展示在

一个大文化背景下，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其研究成果将对西北高原文化的开发和利用，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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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自古到今的“路文化”，运用现代传媒手段，展示出这一地域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为该

地区的生态与文化的保护与开发措施提供建设性的、真实的文化资源，从而形成当地的艺术

节，展示在舞台上，走向全球，对世界音乐文化做出贡献，并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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